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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追溯历史渊源　　从日本寻根热说开来

一衣带水　　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余年前，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早在 间就存在着友好的

交往。由于古代中日交往长期属于地区性的，加上文字的出现较

晚，所以不可能有更早的记录。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古老的书籍，成书于战国时代，秦汉时

期又有所增补。此书是将民间众多神话传说汇编而成，历来有奇

书之称。此书包含着有关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动植物、矿

产、医药以及宗教等方面内容，具有极其丰富的文献史料价值。书

中有多处涉及日本的记事，是中国古籍中有关日本列岛最早的文

字记载，毋庸置疑地记录了源远流长的中日交往。

《山海经》的《海内北经》中有这样的记叙：“盖国在巨燕南，

倭北，倭属燕。”从地理方位来说，“倭”指的就是日本列岛，这

大体上是正确的。古人认为中国除分九州外，还有东、西、南、北

海，即九州四海。东海指的就是现在的黄海、东海一带。《海内东

经》一开始就明确这一区域包括的范围是“海内东北陬以南者”，

接着指出：“巨燕在东北陬。”“燕”作为中国古国名称，指的就是

现在的河北北部、辽宁西部。“盖”据历代的论证指的就是朝鲜半

岛上的盖马。清朝郝悫行引用《汉书》考证认为“盖马疑本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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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至于“倭”，一般说来是中国古代对日本列岛上国家和民族

的代称。在以后撰写的中国正史都是这样记载的。这些考证说明，

《山海经》正确地记载了日本列岛“倭”的地理方位，指明它在中

国的东北方向的大海之中，朝鲜半岛的东南，与中国古代燕国，即

现在河北、辽宁大陆地区相距不远，以“一衣带水”来反映近邻

关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山海经》的记载证实，至少在 年前，中国大陆与日本

列岛就开始有了频繁交往，不然不可能有这样准确的表述。在

《汉书》的《地理志 燕地》中记载着：“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

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说明当时的“燕地”就存在着中日间

的交往。事实上，这样的交往可追溯到更早以前。地质学家们所

进行的考察研究证实，中国大陆东北部原来与朝鲜半岛、日本列

岛相连，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黄海平原，可以徒步通行。以后地壳

变化形成了大海，日本列岛独立于海外，才造成与中国大陆隔海

相望的局面。尽管古代生产技术落后，但片片木舟还是能往来于

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因此大海分割了大陆和列岛，并没有中断

两地居民的交往联系。

《山海经》中 倭　有关“ 日本列岛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叙述

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记载，它从地理方位这个侧面来反映中日

人民源远流长的往来。至于“倭人” 日本人，他们的“根”究

竟在什么地方，这是日本人民十分 世纪关心的，自 年代以

来，受美国名著《根》的影响，日本掀起了一股寻“根”的热潮。

那么，当今日本人在寻找什么根呢？佐佐木高明教授在他的一本

名著中曾这样说“：本书所说 的　‘　日本人’，并不只是指太古居住

在日本列岛的人类。最早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古人的痕迹，在若

①《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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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万年前的洪积世地层中曾有几处发现。然而，我们不能立即认

为这些洪积世人类就是和我们相处的日本人。之所以如是说，是

因为他们并不和我们说同样的日本语，并不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文

化。即我们日本人在探索自己的根时，不能只追溯远古住在日本

的人类，我们要寻求的应该是掌握了日本人的文化诸特征的直接

祖先，也可以说是寻找日本文化的根。” 对此，日本的语言学界、

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特别是民族学界，提出了诸如日本文化

“北来说”“、南来说 “、南岛文化说”“、骑马民族说”“、复合文化

说”等等文化源流论，其中“稻作文化说”、“照叶树林文化说”、

倭人起源于云南说”，则明确指出了日本文化与中国大陆的云南

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因而在 年代，日本曾出现来我国云

南寻根的热潮。

在来我国云南寻根的热潮中，不少日本的学者和专家们在实

地作了大量的调查，收集了许多素材，如住居、食物、服装、农

耕礼仪、宗教信仰等方面，同时通过对大量的共同文化要素进行

对比研究，从而论证了云南与日本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这些都

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照叶树林文化说、稻作文化说，更突出的反映

在倭人起源于云南说中。

倭人起源于云南说的最早提出者，日本大阪教育大学鸟越宪

三郎教授曾撰写大批学术论文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从中国

的《史记》和《汉书》中就可以知道，在公元前的长江上游流域，

就有一些不同于中原汉族的其他民族国家，如滇、夜郎、 都、蜀

巴等等，从调查考察中发现日本人与这些民族有着相同的文化特

征，可以说倭族的发祥地就在云南。这些民族从云南携带着水稻

农耕和它特有的建筑文化，沿着江川河谷，从云南迁徙出来，有

① 照叶树林：《文化的道路 从不丹、云南到日本》，日本广播出版协会
第 页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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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达长江流域，建立了吴国和越国，以后又向北部山东半岛扩

展，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称为“东夷”。而倭人就是从东夷地区携

带着稻作农业文化到达日本的民族。

鸟越宪三郎教授的观点虽然是一家之言，在许多问题上与其

他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是“成为日本人的文化诸特

征”是从中国大陆、更多的是通过江南传播到日本去的，这个说

法则是没有疑义的。日本寻根热的掀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

从日本文化根的来源这个侧面，反映了中日间的交往。

汉字东传　　渡来人传授文化、生产技能

日本古籍《古语拾遗》中有这样的记载：（日本）“上古之世，

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在公元

世纪成书的中国正史《隋书》也有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

的记载。因而，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要比中国晚。关于中日之

间的交往和日本列岛上的一些历史情况，往往记载于中国古代的

魏志》的《倭人传》史书中。如《三国志 ，就比较详细地记载了

日本列岛上邪马台国的历史以及魏国和邪马台国交往的情况。它

成为研究日本古代这段历史的唯一重要的历史文献。南北朝时期

的《宋书》成书于公元 年，这部史书中的《倭国传》，翔实地

记录了日本统一后的大和朝廷与南朝刘宋朝廷的密切来往，同时

也记录了大和朝廷的历任统治者。《宋书 国传》的记载清楚地

表明，在这个时期日本先后有五代倭王，这就是：赞、珍、济、兴、

武。《梁书 倭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晋安帝时，有倭王赞。赞

死，立弟弥。弥死，立子济。济死，立子兴。兴死，立弟武。”这

里不同的是，赞和珍，《梁书》中称赞和弥。《宋书 倭国传》中

保存倭五王的珍贵史料，它历来受到中外史学者的重视。公元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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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日 倭国本还没有文字，也就没有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宋书

传》是日本这个历史时期唯一能作为依据的文字资料，确实有极

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即使到了以后，日本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

史时，中国史书中仍然记载着有关日本列岛上的情况及其与中国

间的交往。

记载有日本情况的中国正史

中国的汉字传入日本较早。在《后汉书 倭传》中记载“：建

武中元二年，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

武赐以印绶，⋯⋯” 年春，在日本北九州地区福冈县志贺岛



第 6 页

上出土了一枚金质印章，刻有阴文三行五个汉字“汉委奴国王”，

（古代“委”字和“倭”字通用）这与《后汉书》中的记载完全一

年，汉字就致，说明早在公元 传入了日本。随着中国大陆与日

本列岛之间交往的日趋频繁，一批又一批大陆上的中国人东渡到

达日本列岛，他们在日本推广和传播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

艺术，更重要的是教会日本人使用汉字、汉文，使汉字成为日本

的最初文字。

关于传授中国的文化知识，在《日本书纪》中有一段王仁的

传说：“（十五年八月）百济王遣阿直歧献上良马二匹。⋯⋯阿直

歧长于经典，为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某日，天皇问阿直歧：‘尚

有高于子之人否？’答言：‘有王仁，博学多才。’⋯⋯于是召请王

仁。”“（十六年二月）王仁来。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为师，随王仁

研习诸典籍，无不通晓。”不少日本史书称王仁是文宗之祖。百济

在朝鲜半岛。传说中的王仁就是居住在百济的汉人，这说明是东

渡的汉人向日本人传授了中国的文字、文化。当时，在日本不仅

上层统治阶级学习使用汉字，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学会应用汉字。据

历史记载，公元 年倭王武给中国南北朝的宋国皇帝写的奏文，

用的就是汉字。

从公元 世纪以后，日本人民开始以汉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传说到日本天平和平安时代才创造出一种片假名，一种平假名，慢

慢有了日本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都是从汉字演化过来的，有的

也就是汉字。虽然日本有了 世纪，不自己的文字，但直到公元

少日本人仍然以汉字为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这个时期不少著名

作品都 世纪中叶到是使用汉字、汉文书写成的。从公元 世纪

末撰写成的《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

纪》、《文德实录》、《三代实录》六部日本正史，总称《六国史》，

全使用汉字、汉文，可见汉字对日本之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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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中国文化和生产技能方面，早期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是

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传说中的徐福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传说秦始

皇统一中国后，乞求长生不老。海滨琅琊郡（今山东、江苏交

界）人士徐福（即徐市）说，东海之中有仙岛，可以求得长生不

老仙药。秦始皇大喜，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乘船出海采集仙药。这

不仅是民间传说，中国古代的史书中也有记载。最早是司马迁所

作《史记》卷 《秦始皇本纪》中写道：“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

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

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史记》中的《淮南王列传》以及《三国志 吴书》等都有关于徐

福入海求仙药的记载。《后汉书》中的《东夷传》写得更具体：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 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

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

敢还，遂上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

东治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

来”。虽然《后汉书》这段文字并没有说夷洲和澶洲就是日本或日

本列岛的那一部分，但中日两国不少史学家都认为夷洲、澶洲就

是日本列岛中的某个海岛。寺屋善雄所撰写的《中国传来物语》中

《渡来人》一节，广泛介绍了在日本流传的有关徐福东渡日本的种

种传说，因为徐福给日本带来了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

以及医药，被日本尊称为“司农耕神”“、司药神”。传说反映了一

个事实，即早在公元前后，就有中国人渡海到日本列岛定居，并

传播文化和生产技术。在中国的历史上，在秦汉时期确实有大量

汉族人，为逃避暴政，而到海外寻求乐士。《后汉书 东夷传》中

有：“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

为之，⋯⋯故或名之为秦韩”。《三国志》中也有“陈胜、吴广等

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的记载。不少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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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朝鲜的汉族人大批渡海到达日本，被称为“渡来人”（过去称

“归化人 。据日本《应神纪》和《古语拾遗》记载，有弓月君率

县之民移居日本（传说弓月君是秦始皇之后裔）。日本研究中

日关系的著名学者木宫泰彦教授认为，“大量秦人、汉人归化日本，

他们的子孙大量繁衍，融合成为日本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民

族史上来看是件重大的事，但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日本文化的

发展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他们传播的文化上的影响，可能遍及物

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事实正是如此，秦汉之际，中国的稻

种、水稻耕作方法、青铜器、铁器以及冶炼铸造的技术等，通过

渡来人陆续传到日本。以后又将养蚕、织绢、制陶以及制革等先

进技能带到日本，特别是渡来的汉人把中国大陆上的《论语》、

《千字文》等汉文书籍携带到日本，其中不乏长于文笔、汉文素养

很高的人才，他们不仅向日本民族传授着文化知识，而且不少还

供职于朝廷，掌管着记录，为朝廷起草文书，如倭王武的奏文，就

可能是出自渡来人后裔之手笔。

遣隋唐使　　唐风盛行日本列岛

公元 世纪末，中国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实现了统一，建

立了隋朝。当时日本的摄政者圣德太子，为深入实现政治改革，进

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交往，多次向隋朝派遣使节，密切了与隋朝

廷的联系，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在日本实行了冠位制

和制定了《十七条宪法》。随同遣隋使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和学问

僧回国以后，也积极提倡实行改革，不少留学生都成为日本进行

“大化革新”的骨干力量。木宫泰彦在谈这次改革时指出：“随着

①［日］木宫 年版，第 页。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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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隋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

度。这时恰好苏我氏灭亡，便以大化革新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表面。

大化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二人曾受教于南渊清

安，而高向玄理、僧旻二人任国博士，在大化革新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公元 世纪，隋朝覆灭，建立起大唐帝国，由于采取一系列

改革措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出

现了“贞观之治”。大唐帝国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呈现出一派兴

旺发达的景象，吸引了更多邻近国家和民族遣使前来朝贡，使唐

朝的对外交往出现了全盛时期，引起了正经历改革的日本倭王政

权的重视。曾被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到日本后也频频奏

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社会的发展，要

求能够更加直接地从中国吸取先进的政治制度、文化知识和生产

技能，于是日本统治者派遣大批的使节、留学生、学问僧入唐，形

多年的中日友好交往的第一成了持续 次高潮。

根据日本史料统计，从日本舒明天皇（公元 年）第一次

遣唐使开始，到宇多天皇停派为止，前后共任命过 次遣唐使

（其中包括 次迎唐使、 次送唐客使）。其间共历 代， 年。

这 次中，有 次 次只到百济未到唐土。遣只任命而未成行，

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使命是密切和发展与唐朝的睦

邻关系，吸取和移植唐朝的优秀文化，交换宫廷贵族需要的珍贵

物产。

关于日本遣唐使的记载，日本的史籍如《日本书纪》、《续日

本纪》等远比中国正史《旧唐传》、《新唐传》来得详尽。首先，日

本朝廷对选派遣唐使是十分重视的，每次任命的正使都是朝廷四

①［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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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上官员，副使是五位以上的官员，使团成员除正副使外，还

有判官、录事等，有时尚有持节使和押使。另外，随员有船匠、医

师、翻译、史生、画师、音乐长、乐手、射手以及各种工匠、水

手。初期每次一二船 人，以后规模不断扩大，每，每船约载

船次 ，总人数达 人。有时同行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

日本朝廷对使节出航的仪礼是十分讲究的，天皇往往设宴相送，授

刀赠诗，祝福使节旅途平安，早日回返。遣唐使团回国后，又举

行隆重欢迎仪式，给予优厚的嘉奖并提升官职。

在中日友好交往的第一次高潮中，两国的官员和人民频繁地

往来，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以及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当时中国在社会

制度以及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准上都处于先进地位，而日本则十分

落后，因此，来自唐朝的巨大影响，促使日本在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上实行变革，唐风在日本盛行。

在政治制度上是以大化革新为开端的。日本大化革新的主要

内容之一，就是以唐朝作为典范。首先，模仿中国历代的做法，规

定了天皇的年号，孝德天皇元年为大化元年，这也就是大化革新

名称的由来；其次，确立了天皇最高统治地位，“天地生乎万物，

万物之内，人是最灵。最灵之间，圣为人主，是以圣主天皇。”按

唐制集中王权和整理中央官制；第三，把唐朝的“均田地”直接

运用于日本，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公地”“、公民”，对土地实行班

田收授法。第四，按唐制建立国家和地方制度。为培养效忠于统

治阶级的人才，按唐朝制度成立教育机构，中央设大学寮，设大

学头、助理大学头等官吏，一般都由留学大唐的学生和东渡日本

的中国人士担任。开设明经、纪传、明法、书道、算道、音道六

科，学习的是中国四书五经《周易》、《周礼》、《春秋左氏传》、

《孝经》、《论语》等等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传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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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律会等等。学生主要是朝廷四位以上官僚子弟。地方设国学，

招收国司、郡司子弟。考试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优

良者授予官职。另外，还仿照中国实行兵役制度。

在经济上，日本统治者仿效中国隋唐，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提

出“食之为本，是民所天，随时设策，治国要政”“，用兵之要，衣

食为本，镇无储粮，何堪固守” ，依照中国方法，开垦土地，兴

修水利，改进农具。到公元 世纪初，日本也开始使用锹、锄、镰

等铁制农具；农民种田也从撒种改为插秧，以后又引进了中国龙

骨水车。公元 年谆和天皇专门下令，要各地仿制唐制手推、脚

蹬和牛拉各类水车，用于农业生产；还大力发展养殖业，公元

年朝廷下令仿照中国养蚕，使养蚕事业有很大发展，推动了以纺

织为中心的手工业。其他如商业运输业和冶炼业也有相当的发展。

在思想文化上，日本朝廷从统治的需要出发，对于从中国传

播到日本的佛教，给予支持和提倡，使以佛教为中心的唯心主义

思想，在思想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对中国传入的儒家学说

也极为推崇，把儒家的忠、孝、礼、义作为治国治民的准绳。实

行了政教（佛教）合一，儒佛合流。在文化作品上，唐代文学的

影响很深，这个时期日本出现了一批精通汉文的优秀人才，出现

了一批以汉文书写的作品，如记载日本气候、物产、山川的《风

土记》、汉诗集《怀风藻》等，也出现了一批书法家。艺术也全盘

唐化，在绘图和雕塑方面也都吸取了唐朝的技艺。当时的艺术是

围绕佛教发展起来的。而出自日本艺人的佛像、绘画作品，不论

在服装上、面型上以及神态上都反映了唐人的特征和特点。唐乐

对日本音乐的影响很大，日本原先只有六弦琴和横笛，唐乐器琴、

筝、琵琶、笙、钟、大鼓等传入后，大大丰富了日本的乐台。

①《日本书纪》卷二十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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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上，中国唐朝的民间习俗也渗透到日本人民生活的各

个角落。大的方面，日本统治中心京城奈良的建筑，就是模仿唐

都长安和洛阳建造的；寺院也仿照中国的庙宇建筑，铜佛也按中

国佛像铸成。小的方面，在服装上，不仅朝廷“大礼小礼，并着

唐制礼服”，就是平时日本人民也改着唐式服装；饮食上也逐渐唐

化。另外医学也以中国医学为基础，发展为“汉方医学”，结合日

本国情，逐渐形成本国的医官、医药制度。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

如元旦的屠苏酒、上元节的踏歌、端阳节的挂菖蒲、七夕祭为牛

郎织女祝福、中秋节的赏月宴以及重阳节的登高等等也在日本流

行。

当然，这种唐化不是原样搬用，而是通过“引进”，经过消化

吸收中国唐朝先进文明，形成日本自己的特色，来促进当时日本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国无邦交　　民间交流延绵不断

公元 年，唐朝灭亡。从这以后，在中国黄河流域相继出

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同时，南方各地和

北方山西先后出现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

南唐、北汉十个割据政权，总称五代十国。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

政权，各个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大陆到处战乱，统治极不稳定。此

时，日本国内形势也趋向恶化，中央集权受到破坏，作为封建制

的经济基础 庄园逐渐发达，而掌握着日本政权的藤原氏族，就

是大庄园主的代表。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农民纷纷逃亡，

各地都发生武力反抗，形成了混乱局面。这样，两国就中断了国

与国、政府与政府间正常的交往。但是两国民间的往来却是畅通

的。根据史料统计，从公元 年唐朝灭亡到公元 年宋朝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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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数十年间，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有正式记 次之多，载的达

民间往来一直没有间断过。

当时，长江流域江浙地区生产发达，物产丰富，又有一批专

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有强烈的海外贸易要求。因而中国商船

大多数是吴越地区的，他们长期与日本商人有交往，熟悉对外贸

易。商船经常利用季风，春夏时由中国出航，秋冬时从日本返回，

定期往返于中日两地。民间通商是得到双方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关

心的，特别是日本上层贵族，他们需要以中国商人贩运的奢侈商

品来满足自己的享受，这就促使民间通商往来有增无减。中国商

船一般只能到日本博多港靠岸，当地官员立即报告京都，由朝廷

派官员前来收购，货物商品全部运到京都，天皇有时还要过目，然

后收藏在内藏署，需要时再拿出来使用，或拿出部分卖给臣下。从

中国运去的主要物品是珍奇鸟兽和香药绵绮等高级奢侈品，从日

本换回的是沙金和特产。在《日本纪略》、《扶桑略记》、《百炼

抄》等日本书籍中都有这方面记载，如中国商人鲍置求将孔雀带

到日本、商人蒋承勋把绵羊送给日本朝廷等等。

通商贸易的来往，必然会涉及到其他领域的联系。日本《皇

朝类苑》记载着：“自吴越王处越海带来一信，谈及天台智者教五

百卷中缺失多卷，据闻日本存书完整无缺，遂令客商钱淑出金五

百两购求该抄本，以献国王。”这清楚表明，吴越王从日本得到了

有关天台宗经义注疏方面的书籍。在《宝箧印经记》中还有日僧

日延西渡中国，归国时带回青铜“宝箧印塔”一座的记事。

公元 年，中国结束了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宋

朝。北宋朝廷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加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抓

紧经济建设，首先是恢复农村经济，促进手工业、冶炼业的发展，

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商业也更为活跃。市场繁荣、商品丰富，

加上造船技术的进步，指南针在航海中的运用，推动了对日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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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易的进一步扩大。虽然宋朝建立以后，中日两国仍然没有国

家间的正式交往，但是从事对日通商贸易的中国商船与日俱增。据

两国史籍不 余年中，中国商船到日本的达完全统计，北宋

次。

这种民间商船，一般能乘坐六七十人，而且由于造船技术的

进步和航海技能的提高，增强了安全系数，缩短了航行时间。当

时专门有一批从事对日通商贸易的商人，在中国史书中记载有郑

仁德、孙忠、周世昌等，日本史籍中记载的有朱仁聪、周文德、周

文裔、李元、陈文佑等，他们经常往返于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

间，航线大多数是从浙江明州（宁波）出发，经东海、黄海到达

值嘉岛，然后再前往筑前的博多或平尺、坊津、敦贺等港口。因

多数是帆船，渡海时仍然利用季风，春夏往，秋冬返。为此，不

少中国商人还在日本这些港口修建自己的宅院，日本有的地方也

专门设有接待宋商的迎宾馆。商船运送的货物，一般带到日本的

多数是以日本贵族、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和消费品为主，如香

料、绫罗丝绸、磁器、绘画、染料、药材，有时也运去鹦鹉、孔

雀、水牛等珍奇鸟兽，书籍和生产工具是附带品。从日本运回的

主要是沙金、水银、硫磺等原料以及泥金画、贝壳镶嵌的漆器、琥

珀和水晶念珠以及扇子等工艺品。

到了南宋时期，中日通商贸易情况有了改变。当时日本武士

阶层兴起，在公元 世纪以后改变了过去封建贵族政府闭关锁国

的政策，奖励海外贸易，积极开展日中通商，谋求与宋朝的友好

关系。在平清盛任太政大臣后，还专门在福原山庄接见宋商，允

许宋朝商船直接驶入濑户内海，依靠兵库港码头，改变了过去中

日贸易只限于太宰府一地的规定。日本的通商开放措施，也改变

了过去只限于中国商船开航的局面，日本船只也开始航行中国从

事贸易。《宋史 日本传》有这样的记载：“ ⋯风泊日本舟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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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

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泰州及秀州华亭县复有倭人

为风所泊而至者，诏勿取其货，出常米赈给而遣之。”随着日本中

央政权逐渐为平氏家族所控制，日本的对宋朝贸易也为平氏所垄

断。据日本《平氏物语》记载，平清盛当时拥有“扬州之金，荆

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所不有。”

南宋对日通商贸易中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把大量宋币输入

日本。日本出土的中国文物中，除宋瓷外，宋币最多。考据其原

因是：宋朝商业很发达，货币是交换的必需，因而铸币业也就迅

速发展。当时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包括日本经济结构发生了变

化，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需要量日益增大，而这些国家冶炼能力

满足不了需求，为了维持信用，求助于从宋朝输入宋币以解决交

换媒介。这就使宋朝铜钱外流剧增，外流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通

过通商贸易的船只运到日本，并在民间广为流通。据史籍记载，公

元 世纪，世纪后叶和 宋钱在日本民间泛滥，几乎成了当时

日本市场主要的交换媒介。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两国在其他方面的相互影响也不断加

强。宋朝的印刷业极其发达，雕版印刷的《大藏经》、《太平御

览》以及其他书籍运到日本，雕版技术也传播过去，促进了日本

文化事业的发展；纺织、建筑技术在唐朝传入的基础上，宋朝新

工艺又传入日本；中国肖像画在日本风行；中国的饮茶习惯也在

日本开始盛行；特别是日本的陶瓷业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传

说日本制造陶瓷的祖先藤四郎渡海到达中国，在中国制陶瓷的能

工巧匠的指点下，他勤学苦练掌握了制作工艺。回到日本后，在

山甲郡濑户村发现了生产陶瓷的优质粘土，他在这里建起烧窟，烧

出了日本第一批优良瓷器和陶器。现在在濑户还建有陶瓷之祖藤

四郎的纪念碑。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对中国也有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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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从日本输入的日本扇子，在宋都汴梁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

品；日本刀也是宋人珍视的物品；日本的镶嵌工艺、描金漆绘以

及刀的冶炼技术也传授过来，为宋人所掌握。可以说，两宋时，中

日民间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五代以来，特别是两宋时期，中日之间所保持的长时期民间

贸易、文化、人员等方面的来往，虽然与隋唐时期相比并不太引

人注目，但恰恰就是这种民间的友好往来，反映了中国和日本交

往史中带有根本性的优良传统。

在南宋末期，中国蒙古族兴起，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亚欧的

蒙古帝国。当时，与蒙古帝国 元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

亚欧，但隔海相望的日本仍未与统治着中国的元朝廷通好。为此，

年忽必烈遣使日本，国书中要日本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

通和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但日本以“书辞无

理”为由回拒。以后元朝多次遣使，有的被拒绝，有的元使被日

年及政府杀害。 年，忽必烈分别发动两次侵日战争，即

“文永之战”和“弘安之战”，两次都失败撤兵。战争影响了两国

的长期友好关系，虽然民间交往仍然存在，但已不如以往那样密

切。《明史 日本传》开头就写道：“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

绝，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

文虎等帅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后屡招不至，

终元世，未相通也。”

双重隐患　　倭寇之乱与明日战争

公元 年元朝被推翻，朱元璋建立明朝。由于连年战火，

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社会很不安定。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其统

治，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变紊乱局面。在国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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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揽军政大权，进一步发展了专制主义；经济

上大力发展农业，命令军队垦荒耕田，改善小手工业者地位，扶

植手工业发展，使经济得到恢复，国力逐渐充沛。在国外，进一

世步加强睦邻友好关系，先后向邻国派出使者。特别是在公元

纪初，除朝鲜半岛外，中国大陆北方沿海地区出现了日本海盗即

倭寇的骚扰，明太祖更迫切地希望通过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共

年，足利义满同制止这种骚扰，遂多次向日本通使。公元 派

遣使节，向明朝廷呈递国书，正式修事两国间的国交。当时明太

祖已故，明成祖在位，他派遣中国使节送日使归国，带去了礼品

和国书，称足利义满 本国王源道义”，从此，两国间一直保

持着较密切的使节往来。日本室町幕府与明朝恢复国交后，政府

间的贸易又开展起来。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当权的将军

们和上层统治者，只有依靠对外贸易来获取巨大的利润，以满足

他们的无度挥霍和穷奢极侈的享受。为了能与明朝保持贸易，获

取巨利，足利义满不惜在与明朝廷的交往中自称为“臣”。公元

年两国订立了“永乐勘合贸易协议”。这种政府间的勘合贸

易，也叫朝贡贸易。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等价的贸易，日本以朝贡

的名义把自己的产品无代价地献给明朝皇帝。而明朝宫廷接受这

些贡品后要回赐给几倍甚至于数十倍的物品，而且还要允许日本

在中国出售随贡品运来的其他物品。这样，日本统治者以朝贡名

义进行的贸易，能得到极大好处，牟取暴利。

当时，从日本输入到中国的货物主要是刀剑、硫黄、苏木等，

从中国输出的物品主要有生丝、绸缎、药物、陶瓷品、书籍等，另

外铜钱也是中国输出品之一。《明史 日本传》记载：“日本遣商

人来易铜钱。”日本《善邻国宝记》也记载，公元 年，日本

使节东洋允彭曾要求明朝廷资助铜钱：“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

无此举，故公库孛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公元 年，足

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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